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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神经成像技术的快速发展, 使得经济决策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即在行为决策科学、行为

经济学的基础上, 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与方法开展跨学科领域的探索, 神经经济学在本世纪诞

生并迅猛发展. 随着该交叉学科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遗传学、基因组学等更多自然科学学科也开始

与经济决策研究结合, 使得研究者从个体的微观视角对经济决策的理论与观点进行更为深入地理

解和阐释. 最新的研究表明, 大脑内的神经递质与人们的包括经济决策在内的决策紧密相关, 而决

定大脑神经递质的遗传基因又通过影响神经递质的水平与功能, 间接地影响人们的决策行为. 本文

以神经递质多巴胺、5-羟色胺、催产素为例, 着重介绍大脑内的 3 种神经递质及其对应的相关基因

与人们经济决策中风险决策、社会决策的密切联系与内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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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849 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以来, 科学

家们便开始尝试从不同的视角对人类的演化历程进

行研究. 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 如今古生物学家已经

提出了相当完整的人类物种发展史 . 在生命科学领

域, 1953 年沃森和克里克共同提出了 DNA 分子的双

螺旋结构 , 标志着生物科学的发展从此进入了分子

生物学阶段.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 基因学家已经

能够从基因与分子的微观水平来解释个体生命活动

背后的机理 , 而生化学家也通过研究蛋白质和体内

激素的变化逐步揭开了人体生理机制的面纱 . 在神

经影像技术方面, 小川诚二等人[1]在 20 世纪 90 年代

提出利用血氧依赖 (blood oxygen-level dependent, 

BOLD)的方法来观察大脑的神经活动 , 开创了核磁

共振的功能性应用研究 , 使得科学家利用神经成像

技术直接观察大脑进行思考和决策的过程成为可能. 

在社会科学领域 , 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

人类经济行为的探索 . 行为经济学将心理学引入到

经济学中, 通过一系列的行为实验发现, 在实验室或

现实场景中的各种经济行为 , 存在着种种与新古典

经济学理性假设相悖的“异象”(anomaly), 而这些异

象本身是有规可循的 . 为了进一步理解这些行为背

后的机制,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自然科学提出了诉求. 

而自然科学本身的快速发展使其能够应答此项诉求, 

帮助经济研究揭示人们在具体场景中所反映出的“经
济人格”的产生机制, 从而为经济学的建模提供更深

层次的实证依据 . 随着神经影像技术发展的突飞猛

进, 以及经济学、决策科学研究不断的深化, 神经科

学作为桥梁 , 跨越了横亘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

间的鸿沟 , 让科学工作者能够发现隐藏在人类经济

活动与决策行为背后的神经机制 . 由此神经经济学

(neuroeconomics)[2~7]、神经管理学 [8]、神经营销学

(neuromarketing)[9,10]和决策神经科学(decision neuro-

science)[11,12]等新兴交叉学科相继应运而生 , 开启了

用生命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问题的第一幕 . 如果

说神经经济学的开端是试图寻找人类非理性行为—

—这种系统性偏差背后的“共性”, 那么神经化学与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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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基础层面的研究则是尝试通过探寻社会个体的“个
性”特征, 来发现决定个体经济与社会行为的神经生

理基础 . 大脑水平的神经系统活动与大脑内神经递

质的功能密不可分, 因此, 研究大脑的神经递质的作

用机制 , 无疑会对人们理解“经济人格”和大脑功能

结构的关系, 以及探究人们不同的经济偏好、决策特

点和行为倾向的背后原因 , 提供崭新的视角和更加

深刻的诠释. 另外, 与神经递质相关的基因还会影响

大脑内神经递质的水平与功能 , 因此从大脑神经递

质基因的角度对大脑活动背后的遗传学机理进行剖

析 , 从基因的微观水平来研究与探讨基因多态性所

导致的脑结构差异, 进而理解其行为学水平的规律, 

解释隐藏在人类经济、社会行为背后的个体机理, 使

得从生命科学层面解读复杂环境中个体决策特征成

为可能. 从神经化学与遗传学视角, 研究人类决策行

为的规律与特征 , 是用生命科学的手段与方法研究

社会科学问题又一具有广阔前景的新兴交叉学科领

域, 短短几年间就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展示了用生

命科学手段解释社会科学诸多难题的曙光 . 本文将

从神经化学与遗传学的视角, 主要介绍多巴胺、5-羟

色胺、催产素三种典型的神经递质对经济、社会决策

影响的最新成果, 并对该领域的未来发展, 给出简要

评述. 

1  多巴胺与投资行为 

多巴胺 (dopamine, DA)是大脑内的一种神经递

质, 与奖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因此被认为是大脑

的“快乐分子”. 脑内的奖赏通路(reward circuit)主要

是指存在于大脑内的三条多巴胺通路 : 第一条通路

为中脑边缘通路(mesolimbic pathway), 它从腹侧被

盖区(ventral tegmental area, VTA)投射到大脑的边缘

系统(主要包括伏隔核、杏仁核、海马和内侧前额叶); 

第二条通路为中脑皮质通路(mesocortical pathway), 

它从腹侧被盖区投射到额叶及其临近结构 ; 第三条

通路为黑质纹状体通路(nigrostriatal pathway), 它从

黑质投射到纹状体的尾核和壳核 . 其中前两者与人

们的经济决策密切相关 : 中脑边缘通路与调节人对

刺激的行为响应和强化学习等功能有关 , 而中脑皮

层通路则与动机和情绪应答有关 . 其中 , 中脑(mid- 

brain)的腹侧被盖区和黑质是多巴胺最为富集的部

位. 自 Schultz 等人[13]首次报告多巴胺神经元与风险

和不确定(uncertainty)情况下的预测(prediction)相关

以来 , 多巴胺在决策机制中扮演的角色一直是科学

家们研究的热点. Pessiglione 等人[14]让健康的参与者

服用改变脑内多巴胺水平的药物后参加一个赌博游

戏, 结果发现在获得奖赏的赌博游戏环节中, 大脑内

多巴胺水平提高的参与者与那些多巴胺水平降低的

参与者相比, 能够更快地学习到游戏背后的规律. 同

时利用功能核磁共振 (fun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对正在进行游戏的参与者大脑扫描时

发现 , 与奖励有关的学习过程和相关的腹侧纹状体

的神经活动受到了多巴胺水平高低的调节 , 从而证

实了多巴胺在整合奖励信息中为下一步的决策起到

了关键作用. 根据强化学习理论(reinforcement learn- 

ing theory), 多巴胺奖赏系统可以表征人们的预测奖

赏偏差(prediction reward error), 从而帮助人们在连

续决策过程中 , 根据上一次的失败与成功对下一次

的决策行为的改进, 即当人们赢得金钱时, 大脑的典

型反应是脑内多巴胺释放所表征的奖赏过程 , 该过

程促使参与者记住在下一轮应该做出同样的选择 , 

这就是多巴胺影响人们决策学习过程的机制 . 脑成

像技术的引入使得对决策的研究不仅可以根据人们

做出的实际选择(choice)来判断人们的决策机制, 还

可以研究人们的决策过程, 如对决策的表征(represe- 

ntation)、评估(valuation)、动机(motivation)等, 从而

理解人们决策的机制. 例如, Knutson 通过其发明的

金钱诱导间歇 (monetary incentive delay, MID) 任

务[15,16], 发现在预期奖赏时——即人们预期自己有希

望得到金钱激励时, 会自我报告正性的情绪体验, 同

时大脑奖赏系统通路的重要部位——伏隔核也相应

激活. Knutson 等人[17]认为在预期奖赏中, 伏隔核通

过释放多巴胺并作用于突触后 D1 受体, 改变了突触

后膜电位, 最终增加了 fMRI 中观察到的血氧依赖的

磁共振信号 , 由此证明了多巴胺在奖赏中所扮演的

重要角色. 该研究很好的验证了 2002 年诺贝尔经济

学奖获得者 Kahneman 等人[18]所提出的“人们相对于

对金钱的体验效用(experienced utility)而言, 其预期

效用(anticipated utility)也是存在的”论断. 

在研究方法上, 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 行为遗传

学(behavioral genetics)—— 一个探讨人类行为与遗传

关系的学科, 也开始了与经济学、决策科学的对话与

沟通. Cesarini 等人[19]利用经典的“双生子研究”发现, 

尽管在同样的环境长大、年龄相同, 与异卵双生的参

与者相比 , 同卵双生的参与者在风险偏好与对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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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给予方面, 拥有更多的相似之处. 研究发现, 遗传

的基因可以解释人们约 20%的经济行为, 这说明人

类有很多的经济行为 , 其实有着先天的成分 . 例如, 

Barnea 等人[20]在 2009 年 9 月发表的报告中, 对超过

40000 对的双生子的研究发现: 约有 45%的投资行

为, 诸如股市参与、证券投资风险选择、资产配置等, 

都可由人们潜在的基因来解释. 更加有趣的是, 频繁

的社会生活接触确实可以使人们养成相似的投资喜

好, 而同卵双生子即使在不同环境里长大, 也会有着

类似的投资观念 . 这说明了环境与基因都对人们的

投资决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而基因在其中扮演

的角色不容小觑.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 在双生子

研究的基础上 , 基因水平上的遗传研究使行为遗传

学能够更加直接地揭示人们行为的遗传机制 . 如前

文所述 , 大脑内的神经递质水平与人们的经济决策

密切相关, 我们有理由相信, 决定大脑神经递质基因

的多态性(polymorphism)能够通过影响脑内神经递质

的代谢与功能, 影响人们的决策行为. 例如, 与脑内

多巴胺代谢密切相关的基因 DRD4(多巴胺重摄取相

关的多巴胺受体基因, dopamine receptor D4 gene)与

COMT(儿茶酚胺氧位甲基转移酶 , catechol-o-methyl 

transferase)基因等 , 就与人们的经济行为关系密切 . 

事实上 , 诸多研究结果为这些假设提供了强有力的

支持. 1996 年, Richard Ebstein 与其同事[21]首先报道了

DRD4 基因的多态性与人们的猎奇心理(novelty seek-

ing)有关. 2009 年, Dreber 与 Kuhnen 所在的小组[22,23]

都发现 DRD4基因第 3外显子的重复序列数目与人们

的财务风险选择有关. 他们发现携带此基因 7 个重复

片段的人相对于没有携带此重复片段的个体 , 表现

出更为明显的风险偏好 . 在新近的药理遗传学

(pharmacogenetics)研究中, Eisenegger 等人[24]在实验

前让参与者口服左旋多巴以提高脑内的多巴胺水平, 

在接下来的赌博实验中, 发现与控制组相比, DRD4

基因中至少携带一个具有 7 个重复序列的片段的参

与者, 在其多巴胺水平升高时, 会导致更大程度的风

险偏好. 该实验对具有 7 个重复片段的参与者在风险

博弈中具有更大的风险偏好提供了新的支持 , 同时

也说明了多巴胺在提高风险偏好方面具有人群的易

感性. 另外, 该研究也从一个侧面为部分帕金森综合

症患者在服用多巴胺药物后 , 会增加出现赌博成瘾

的风险提供了可能的解释. 

另一个与多巴胺代谢密切相关的是儿茶酚胺氧  

位甲基转移酶基因. 儿茶酚胺氧位甲基转移酶是一种

儿茶酚胺(如多巴胺)的降解酶, 该酶的基因存在 G1947

→A 的点突变, 这使得其编码的 158 位氨基酸由缬氨

酸(Val)变成了甲硫氨酸(Met), 从而导致该酶的活性

减低, 致使对多巴胺的降解减少, 进而使突触间的多

巴胺水平升高. 最新的研究[25]表明, COMT 基因多态

性与风险预期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 该报告发现, 

在损失预期的情况下, COMT 基因的 G1947→A 点突变

可使得腹侧纹状体与颞极的激活增加, 同时随着预期

风险的增加 , 颞极与腹侧纹状体之间的功能联结

(functional connectivity)会增强. 这说明 COMT 借助皮

层与纹状体的交互实现对纹状体系统的功能调节, 从

而调整人们对预期损失的感知, 使参与者的风险规避

增加. 这个结果与 Enoch 等人[26]有关人格和基因相关

性的研究的结论一致, 后者发现 Val/Val 携带者更加

具有伤害回避性, 感觉寻求和外向性的得分也更低. 

此外, COMT 基因的多态性还在调节前额叶的多巴胺

功能方面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Boettiger 等人[27]的工作

发现, COMT 基因 Val158Met 的多态性与经济学中的跨

期 效 应 (inter-temporal effect), 即 对 即 时 的 奖 赏

(immediate reward) 与 未 来 的 奖 赏 权 衡 相 关 . 与

Met/Met 纯合子的携带者相比, Val/Val 携带者更容易

表现对即时奖赏的偏好, 而且与即时奖赏相关的脑区

背侧前额叶与后顶叶的激活也更加明显, 这说明该基

因在“前额叶——纹状体系统”中, 对决策行为有重要

的调节作用. 最近 Krugel 等人[28]的研究报告指出, 人

们的动态学习能力与多巴胺 CMOT 基因的多态性有

关. 与 Met/Met 的携带者相比, Val/Val 携带者在决策

任务中对预测奖赏偏差 , 表现出更强的学习能力 . 

fMRI 扫描发现, 纹状体对预测奖赏偏差信号的应答

模式与人们对预测奖赏偏差做出的应答能力有关 , 

Val/Val 携带者的纹状体与前额叶之间的功能联接也

更为紧密. 通过科学工作者们多年的努力发现, 多巴

胺在人们的经济决策, 特别是在经济奖赏的监测与预

测方面,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多巴胺在大脑内的

分布、浓度与功能, 影响着大脑内的奖赏机制, 关系着

人们在投资决策过程中的学习能力, 从而影响投资的

再决策; 多巴胺同样也影响着个体的风险偏好, 这些

发现将有助于人们更好的理解现实世界中个体间风险

偏好程度的差异.  

2  5-羟色胺与决策情感 

5-羟色胺(serotonin), 又名血清素 , 在进化上起



 
 
 

    2010 年 11 月  第 55 卷  第 32 期 

3092   

源古老, 在大脑内广泛分布, 被认为与人类的冲动行

为相关, 而冲动行为又与许多经济行为密切相关, 因

此近来成为了经济决策研究中被重点关注的一个神

经递质[29]. Crockett 等人[30]认为回应者(responder)在

最后通牒 (ultimatum)博弈中 , 对提议者 (proposer)提

出的不公平出价 , 会经历拒绝不公还是接受经济利

益之间的权衡 . 按照规则 , 面对不公平的出价(出价

即提议者给予回应者的支付(payoff)), 回应者选择拒

绝就拒绝了自身的收益 , 而选择接受就接受了不公

平 . 因此假设冲动性格的回应者更容易拒绝提议者

提出的不公平出价 , 即使面临金钱的损失也毫不犹

豫 . 在他们的研究中 , 将作为回应者的被试分为两

组: 一组为服用降低 5-羟色胺的药物(急性色氨酸耗

竭法)的实验组; 另一组为服用安慰剂的控制组. 对

比两组被试发现, 相对于控制组, 服用了降低脑内 5-

羟色胺的药物的被试更倾向于拒绝别人不公平的出

价. 而 Emanuele 等人[31]通过测量血小板中的 5-羟色

胺也得到了非常类似的结果, 因此 Crockett 等人[29,30]

得出结论: 大脑内 5-羟色胺的水平的降低会加强人

们的冲动行为 , 进而使其更易对最后通牒博弈中的

不公平支付(payoff)做出拒绝行为. 

同多巴胺的遗传机制一样, 5-羟色胺的基因也决

定着脑内 5-羟色胺的水平与功能. 在对 5-羟色胺基

因与决策行为关系的系列研究中 , 最先报道的是与

5-羟色胺的转运体相关的一个基因 5-HTTLPR, 该基

因的多态性有两种: 短链与长链. 携带长链基因的个

体 , 其突触前膜的转运体能够更多地重摄取突触内

的 5-羟色胺, 从而使得突触内的 5 羟色胺浓度减低; 

相反, 携带短链基因的个体, 由于其突触前膜的转运

体对释放到突触间隙内的 5-羟色胺重摄取减少, 使

得 5-羟色胺在突触间隙内的浓度升高, 进而使其对

情绪的应答增强 . 成像遗传学的研究 [32]发现 , 携带

短链 5-HTTLPR 纯合子的个体相对于携带长链的个

体而言, 在面对情绪刺激时, 大脑中杏仁核与其它控

制情绪的区域的激活更加明显 , 同时对负性脸谱产

生更多的情绪反应. 从行为学的表现来看, 在面临负

性事件时, 携带短链者更加容易产生情绪应答, 容易

做出情绪性的决定 , 进而在行为学上产生诸如损失

规避等行为. Kunhen 等人[21]报告的风险决策的遗传

学研究中发现, 携带短链 5-HTTLPR 的个体会更倾向

于规避风险, 印证了上述推论. 此外, 在 Roiser 等人[33]

的报告中发现 , 携带短链的参与者更加容易受到框 

架效应的影响 , 即在面对正性框架时更加倾向于选

择确定的收益 , 而在负性框架下更加倾向于风险的

决策. 同时报告还发现, 无论是在正性框架还是负性

框架下, 相对于未受到框架效应影响的情况, 参与者

受到框架效应影响时, 短链 5-HTTLPR 的携带者有明

显的杏仁核激活, 而携带长链 5-HTTLPR 纯合子的参

与者没有该部位的激活 . 通过进一步的功能联结分

析还发现, 携带短链 5-HTTLPR 的参与者在做出背离

框架效应的决策时 , 不能增加杏仁核与前额叶之间

的功能耦合. 因此作者推测, 携带短链基因的参与者

在做出决策时 , 前额叶的理性分析对边缘系统由上

至下(top-down)的控制较弱, 使得决策更容易受到情

绪的影响. 而 Crisan 等人[34]的最新研究报告, 利用行

为实验为上述的结论提供了新的支持 , 该研究发现

携带短链 5-HTTLPR 参与者更容易受到框架效应的

影响, 在风险决策中显得更加的风险规避, 且该研究

还发现, 携带短链 5-HTTLPR 的参与者的人格更加具

有焦虑的特质 , 且在情绪传染实验中更容易受到恐

惧的感染[35]. 从以上的研究结果不难看出, 5-羟色胺

在大脑内的水平通过直接或间接影响大脑的结构与

功能, 影响着人们的决策情绪; 而 5-羟色胺代谢过程

与作用机制相关基因的多态性 , 又通过影响大脑内

5-羟色胺的水平与功能来间接影响人们的“经济人

格”, 从而在经济决策的利弊权衡中扮演了非常重要

的角色.  

3  催产素与社会决策 

催产素(oxytocin)是由大脑下丘脑(hypothalamus)

室上核分泌的一种化学物质, 是由 9 个氨基酸组成的

神经肽(neuropeptide), 既是一种内分泌激素, 又是一

种神经递质. 作为一种激素, 催产素在大脑内分泌后

进入血液 , 与孕妇分娩与产妇泌乳有着密不可分的

联系. 而作为一种神经递质, 在过去大量的动物和人

类的实验研究中被发现 : 它在社会依附和促进社会

交往有着重要影响 , 并在人类的爱情中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 因此也被称为“爱情荷尔蒙”. 催产素与亲社

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之间的潜在密切关系, 使

得神经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者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神

经肽. 美国克莱蒙特大学经济系教授 Zak 等人[36]最

先报告了催产素与人们的信任行为相关. 在 Zak与瑞

士苏黎世大学经济学实证研究学院 Fehr 等人[37]合作

的研究中, 将参与者分为控制组与实验组, 参加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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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信任博弈(trust game)实验与风险实验. 他们发

现 , 经鼻吸入催产素的实验组相对于吸入安慰剂的

控制组而言 , 在信任博弈中作为投资(investor)愿意

投资更多的钱 , 但在风险实验中并没有表现出类似

的现象; 而控制组的参与者, 在信任博弈与风险实验

中的表现没有显著差异 . 这说明了催产素能够促进

人际之间的信任. 但是, 在信任博弈中, 吸入催产素

的受托人(trustee)并没有表现出返还更多金钱给投资

人(investor)的倾向 , 说明催产素可能只与人们的信

任行为有关 , 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在信任博弈的过

程中投资人与受托人可能扮演着完全不一样的角色, 

受托人的行为可能与强互惠和慷慨行为而不是与信

任行为有关 [38]. 既然催产素影响着人们的信任行为, 

那么催产素增加信任的背后的机理是什么? Fehr 团

队将药理学与磁共振(pharmacological MRI, phMRI)

结合的研究提供了答案. 在 fMRI 测量的信任博弈中, 

该团队的研究发现, 相比于同质的风险实验, 催产素

通过促使杏仁核与中脑系统的失活 , 减弱了信任行

为过程中的恐惧 , 从而使得投资人即使在投资没有

得到回报的情况下, 也会继续进行投资, 即催产素可

能是通过减弱投资人对受托人的背叛厌恶 (betrayal 

aversion), 而增加对受托人的信任的. 新近对催产素

的研究发现, 该神经递质不仅与信任行为有关, 可能

还与其他社会决策有关. Zak 等人[39]在研究中让参与

者同时参与独裁者博弈(dictator game)与最后通牒博

弈, 发现给实验中的独裁者吸入催产素, 没有改变他

/她在博弈中给予服从者的分配, 也就是没有改变无

条件的慷慨(unconditional generosity)行为, 这也在一

定程度上印证了前述中的“信任博弈中吸入催产素的

受托人, 相比于对照组, 没有提高他们的返还金额”
的结果 . 更有趣的是 , 在参与最后通牒博弈的过程

中 , 吸入催产素的提议者会提高他们给予回应者的

支付 , 作者推测这可能与催产素能够增加参与者的

观点采择(perspective-taking)能力、害怕对方作出拒

绝的行为有关.   

对催产素相关的基因研究发现 , 催产素相关基

因多态性调节着人们的亲社会行为. Reuter 等人[40]的

最新研究为催产素能够信任行为提供了基因层面的

支持 . 在他们的研究中 , 发现催产素受体 (oxytocin 

receptor, OXTR)基因不同的参与者 , 在信任博弈过

程中作为投资人时表现不同的信任行为 , 而此基因

的多态性的差异并不表现为风险决策的改变 , 也没

有表现出可信赖性 (trustworthiness)的差异 . 这不仅

与 Kosfeld 等人的实验结论一致, 还第一次从基因水

平寻找到了人们信任行为背后的机制 , 并证实了前

文中所讲述的 Cesarini 等人[41]双生子研究得出的结

论, 即信任是可以遗传的. 另外, Israel 等人[42]的研究

中利用独裁者博弈与社会价值取向任务(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task)发现, 催产素受体基因的多态性与人

们在此两个任务中表现出的利他行为有关 , 即催产

素也可能在人类的利他行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 

其中该实验中独裁者的利他行为受到催产素受体基

因多态性的调节与前面 Zak[39]关于吸入催产素的参

与者在独裁者博弈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利他行为的

结果不尽一致 , 这有待于未来药理学与遗传学结合

的进一步探索. 有趣的是, 催产素不仅与亲社会行为

相关, 可能也在反社会行为(anti-social behavior)中扮

演着一定的角色 , 催产素还可以调节人们在经济活

动中的嫉妒与幸灾乐祸心理 . 以色列海法大学最新

的一项研究发现 , 让参与者参与与陌生人竞争赌博

的游戏, 与吸入安慰剂的参与者相比, 吸入催产素的

参与者报告了更加明显的嫉妒与幸灾乐祸 . 作者推

测催产素对人们的社会行为可能存在着双向调节作

用, 即通过提高个体的社会突显性(salience), 来影响

社会情绪应答.   

通过以上的诸多实证研究发现 , 作为一个古老

的神经递质, 催产素在人们的社会决策, 特别是信任

决策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但是催产素在人们

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精确角色 , 还没有得到确切的

解释, 如上述报告中存在的亲社会与反社会的矛盾, 

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来探讨与分析.   

4  不同神经递质之间的协同与交互 

各种递质的水平影响着人们的经济决策 , 如风

险决策、社会偏好等. 但是正如上文所述, 每个神经

递质在经济决策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单一的 , 同样多

个神经递质可能也对人们的决策共同起着作用 . 我

们以损失决策为例进行说明. Kahneman 和 Tversky[43]

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认为人们面对损失和获

益的心理效用并不相同 , 客观上的损失比等量获益

有更大的心理效用 , 并将这种现象命名为损失规避

(loss aversion). 但之前研究中, 相对于获益的神经机

制 , 对失去时的神经机制研究一直得不到较为圆满

的结果. 上文所提到的 Pessiglione 等人[14]的工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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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奖赏环节受到了多巴胺水平的调控, 但是在受到

惩罚的赌博环节中 , 脑内多巴胺的高低并没有影响

到实验的表现 . 而且在该实验的安慰剂组中发现 , 

惩罚环节相比于奖赏环节而言 , 参与者在决策时花

费了更长的时间 , 而且有着明显的决策轮次之间的

不一致性, 这提示得到与失去的生理机制可能不同. 

如前文所述 , 得到奖赏被认为与多巴胺系统有关 . 

而与损失相关的脑神经机制, 还存在着争议. Fox 等

人 [44]撰文报告发现了损失规避的神经学机制: 在各

50%概率的赌博游戏中, 人们在做出决策时, 潜在收

益(gain)激活了大脑的奖赏系统, 而潜在的损失(loss)

则使得大脑的奖赏系统失活. 作者推论, 损失规避行

为在神经上的差异可能与个体在多巴胺功能上的差

异有关. 而在 Zhong 等人[45]的神经遗传学的研究中, 

发现携带 9 个重复序列的 DAT1 等位基因(一种多巴

胺转运体基因)的参与者, 相对于携带 10 个重复序列

的参与者而言 , 在面对获利的决策时显示出更大的

风险偏好; 而 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 STin2 的功能多态

性则与面对失去金钱时的态度不同有关, 携带有 10

个重复序列的 STin2 等位基因的人, 与携带有 12 个

重复序列等位基因的个体相比 , 在面对损失的情况

下更加具有风险偏好. 因此作者推测, 面对金钱获得

时的不同感受与多巴胺通路有关 , 而失去金钱的感

受的差异则与 5-羟色胺通路有联系. 两个研究都对

行为决策的先驱 Kahneman 和 Tversky 提出的前景理

论做出了进一步的注解 , 但是关于进一步的神经机

制解释, 两个报告存在分歧, 这有待于未来的研究来

解决. 

5  结语  

过去短短数年间 , 经济决策在神经化学与遗传

层面的研究得到了迅猛发展 , 使研究者们有机会了 

解不同个体迥异的决策行为背后的生理机理 , 了解

各种神经递质在人们进行经济决策时所起到的调节

作用 . 除前文所述几种神经递质的研究之外 , 更多

递质与遗传基因在这一领域的作用也陆续被科学家

发现 , 如与尼古丁相关的基因同人类风险决策的关

系 [46]、精氨酸加压素与利他行为[42]的关系、雄性激

素与不公平厌恶 [47,48]和信任 [49]之间的关系等 . 个体

的神经递质和其固有基因的差异在人们的经济生活

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 正被人们逐渐了解 . 而

随着相关研究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 , 人类将会逐步

解开神经化学和遗传机制对社会个体与群体作用的

奥秘 , 更加深入地理解个性与共性的关系 . 进而这

些研究成果也可能为社会生活的改善和个性化政策

的制定 , 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科学支撑 . 由此可

见 , 将神经化学与遗传科学同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

学相结合进行研究 , 可以加深微观水平上对人们的

社会经济、社会行为的剖析与解释. 正如 Benjamin

等人 [50]在基因经济学(genoeconomics)的开山之作中

所提出的: 经济学为基因如何影响人类的经济行为

提供了理论与实证框架 ; 同时 , 基因和神经递质的

调节作用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引入到经济学领域 , 将

使得经济学家对个体的经济偏好进行重新定义 , 从

而重塑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与规范基础 . 值得期待的

是, 多种自然科学学科的交叉, 行为遗传学、成像遗

传学、神经遗传学的相继诞生 , 将为社会科学的研

究提供全新的研究理念 . 研究者们在对社会经济科

学进行更客观、更为深入的理解和阐释时 , 将有可

能进一步跨越科学思想与人类实际活动的鸿沟 , 构

建更加符合现实生活的经济理论 . 同时 , 对社会科

学的全新诠释 , 也将帮助人类了解社会诸多元素 , 

包括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规律 , 从而为自然科学的研

究方向提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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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rapid advances in neuroimaging techniques, research on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has entered into a new phase. 
A new field named ‘neuroeconomics’ has emerged, based on behavioral decision science and behavioral economics. 
Neuroeconomics has rapidly advanced in the last decade, utilizing natural science approach. As this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has developed, researchers have incorporated aspects of genetics and genomics to further extend theoretical re-
search in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from the micro-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s. Recently, a growing body of evidence 
has suggested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cision-making (e.g. economic decisions) and neurotransmitter systems in 
the brain. Moreover, the genes involved in neurotransmitter function have been found to influence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indirectly by regulating the level and function of neurotransmitters. This review focuses on three of the most 
exhaustively examined neurotransmitters, dopamine, serotonin and oxytocin, to elucidate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neurotransmitters, the corresponding genes and risk as well as social decision-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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